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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 》文章著录方式与东汉别集编纂理念
石雅梅

摘

要： 《后汉书》在著录文人撰作时，形成了一种按文体对文章进行类分并一一列名的著录模式，这一模式并不是范晔

借助后起的晋宋时期的文体观念与史文材料所构建起来的认识，而是他依据东汉史料对东汉文体构成与文体观念所作
的一个客观描述，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后汉书》的这种分体著录方式蕴藏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包括了各体文章的结
集状态，文集的编纂原则与体例等方面。这些迹象表明，具备后世别集形态的标准型的别集实际上在东汉已经存在。不
仅如此，这些信息还显示，东汉别集的编纂已经体现出了比较强烈的文学观念，诸如集部和经、史、子书的严格区别，集部
文章有韵无韵的区分等等，它们都是东汉文学具有独立意识和自觉意识的一个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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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文章著录方式与东汉别集编纂理念

《后汉书》不立艺文志，但在《文苑传 》和其他
传记中却将不少作家的文学作品“一一列名，编

书》自 无 文 献 不 足 之 憾。 尤 其 是 作 为 范 晔 撰 次
《后汉书》第一手史料的《东观汉记 》，更是东汉多

诸传末”（ 刘知几 530） ，并统计篇章数量，如《蔡
邕传 》云 蔡 邕“所 著 诗、赋、碑、诔、铭、赞、连 珠、

位史官共同参与完成的国史，已深深地烙下了东
汉的时代印记，其所反映的自然是东汉时代的历

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 》、
《女训》、《篆埶 》、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

史实际。而范氏之书，除了论赞具有“憎爱分明，
笔挟风雷 ”（ 王锦贵 143） 的精意深旨外，最为人

于世”（ 范晔 2007） 等等，形成了一种极为固定统
一的著 录 模 式。 对 于 这 种“以 篇 计，不 以 集 名 ”

称道的，便是其面对诸多史料时的裁剪功夫与对
历史事实的选择能力。《史通 · 书事篇 》云： “范

（ 刘师培 114） 的类列式著录方式，① 后世一些论
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或以范晔是以后世之人写

”（ 刘
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
230）
《
》
：
“
《
知几
又 补注篇 云 窃惟范晔之删 后汉》

前代之史，而疑其受南朝文体观念的影响而难以
反映秦汉时代的文体观念； ② 或以著录“繁琐 ”病

”（ 132—33） 就
也，
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连范晔本人，
在身陷囹圄的将死之际，论及己书与

之，并以此作为东汉时代尚未产生别集的一个直
接证据； ③ 或认为《后汉书》“文体分类 + 篇章统

班固《汉书》的优劣时，也以“博赡不可及之，整理
未必愧也”（ 沈约 1830） 自诩。因此，我们不妨这

计”的书 写 体 例 直 接 承 袭 或 抄 录 自 西 晋 史 文 材
料。④ 事实上，这些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深入考察

样说： 《后汉书》是在旧的史料基础上建立的新的
史料，
是在对诸多文献进行选择与取舍的基础上建

这一著录方式，并结合现存的一些史料对它进行
研究可以发现，《后汉书 》的文体著录是对东汉时

立的新文献，
有着很强的文化层累性。范晔对材料
裁剪与整合的过程固然包含其本人的历史
的选择、

代文体观念的一个客观反映，蕴藏了关于东汉别
集编撰的丰富的历史信息，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

解释与历史观点，
但解释与观点首先应该以原始材
料为导向，
以历史事实为根本出发点，解释可以多

的文学观念。重新考察《后汉书 》这一著录方式，

样，
但史实却是确定与唯一的，势不可随意更改，随
意更改则史实失实，
此是自然之理。从这个意义上

将会使我们对东汉别集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
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有一个新的认识 。

来讲，《后 汉 书 》将 作 家 作 品“一 一 列 名，编 诸 传
末”，
本来就是一个对作家存世文献的数据罗列，属

一、《后汉书》文章著录模式的历史考察

并不包含对这种客观材料
于一种客观材料的转抄，
，
的评价和解释 所以像这样表示事物客观数据的原

《后汉书 》著录的文人撰作到底是对东汉文
体构成与文学观念的如实反映，还是范晔借助晋

始材料，
范晔修史时显然是没有必要按照刘宋时的
把后人的意志强加给古人。
观念对它作出修改，

宋以来的文体观念与文章著录方式所构建起来的
认识？ 要明确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后汉书 》
所著录的文人撰作的材料来源，并对这一著录方
式作出历史的考察。
首先要注意的是，《后汉书 》取材于东汉国史
《东观汉记》，并博采多家《后汉书 》而成。 据袁宏
序，其所撰集《后汉纪》，“缀会《汉纪》《谢承书 》
《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书》《汉 山 阳 公 记 》
《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郡耆旧先贤
传，凡数百卷”（ 袁宏 1） 。 而据王鸣盛考证，宏书
所采虽博，“乃竟少有出《范书 》外者。 然则诸书
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 ”（ 王鸣盛 420） ，可见当

其次，从《后汉书 》著录的文体本身来考察，
其归类方法及文体构成与晋代以及范晔所在的南
朝其实也并不相类。在《后汉书 》中，范晔在著录
文人撰作时，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规范稳定的著
录体例，那就是“能归类的，列出类名； 不能归类
的，则列出篇名 ”（ 吴承学 何诗海 47） ，所以在
《后汉书》中，文体与篇章杂列的情况十分常见 ：
（ 班） 固 所 著《典 引》、《宾 戏》、《应
讥》、
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
六言，
在者凡四十一篇。（ 范晔 1386）

范晔修史之时，袁宏书及其序中所举大部分史料
已为范氏摭取。此外又有张莹《后汉南记 》、袁山

（ 崔 ） 瑗 高 于 文 辞，尤 善 为 书、记、
、
箴 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 》、
《南阳文学官志》、《叹 辞》、《移 社 文 》、

松《后汉书 》等可为范氏所取资，故其修撰《后汉

《悔祈》、《草书埶 》、七言，凡五十七篇。
·9·

文艺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1 期

其《南阳文学官志 》称于后世，诸能为文
者皆自以弗及。（ 1724）

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
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

（ 崔琦 ） 所著赋、颂、铭、诔、箴、吊、
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2623）

下发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
上，以臣陵君也。”（ 范晔 3285） 可见别字即解字、

从中可以看到，班固《典引 》、崔瑗《七苏 》、崔琦
《九咨》等文章，因在东汉之时尚未形成更加抽象
的类的名称，所以范晔只能按照东汉的实际列出
其具体篇名，并没有用后来形成的文体名称更名

拆字，多与符谶谣谚有关。 东汉谶纬之学大兴，
“风化所靡，学者比肩”（ 刘勰 31） ，刘苍之别字今
已不存，但据此可知其亦应是以文字离合之体而
附会时政的歌谣。 当然，这种带有预言性质的谣

之。而诗、赋、铭、诔等文体，当时已经经过理论升

谶其实起源颇早，也并未随谶纬之学的衰败而消
亡，这从各正史《五行志 》以及诸小说家之语就可

华有了能够反映文章共性的类称，故以文体之名
称之。不同的称名方式反映出了文体不同的发展

以看出来。但是把别字作为一种与章、奏、书、记、
赋、颂等并列的文体，却仅存于《后汉书 》，不见于

阶段，这一点，我们将西晋至南朝存在的文体与
《后汉书》著录的文体作一对照就会看得更清楚 。

晋宋以后各书的文体分类。
这些情况表明，范晔在著录文人作品时，是试

除上引崔瑗《七苏》外，《后汉书 》又著录崔骃
《七依》、
张衡《七辨》、
傅毅《七激》、
李尤《七叹》等，

图保留文章在分类以及称名上的本来面目的，并

都称篇名。但挚虞《流别论》已列“七”体，傅玄《七
谢灵运《七集 》则为编选诸“七 ”的总集，《文
林》、
选》已立“七”目，《文心雕龙》更详叙七体，可见早
“七”已经成为文类。又如冯衍的《德
在魏晋时代，
《后汉书》只列篇名，《文章缘起》将其归入诰
诰》，
《后汉书》也只称篇名，而
体。再如班固的《典引》，
《文选》则归入“符命”类，《文心雕龙》又将其归入
⑤
“封禅”类。
这一情况表明，范晔并没有用晋宋时
期的归类方式去类分东汉的文章，
而是在尽可能地
保存这些文人撰作更为原初的著录方式。
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后汉书 》著录的文章，
以文体名相称的，到晋宋以后却不称其文体名。
兹略举数例。 一是六言、七言。《文心雕龙 · 章
表》云： “六言七言，杂出诗骚，而体之篇，成于两
汉。”（ 刘勰 571） 按此，则知六言、七言在两汉已
由诗骚中的偶出之句拓展为全篇之文，成为一种
文体。但实际上，作为文体，它们也仅见于汉人的
称呼。《西京赋 》李善注引刘向七言，《汉书 · 东
方朔 传 》载 东 方 朔 著“八 言、七 言 上 下 ”（ 班 固
2783） ，《后 汉 书 》云 班 固、孔 融 著 六 言，刘 苍、杜
笃、崔琦、崔瑗、崔寔、马融等并著七言。然而到了
晋宋之后，诸书在进行文体分类时，已全然不见七
言之称，而 是 将 其 与 作 为 诗 之 正 体 的 四 言 以 及
“居文词之要 ”（ 锺嵘 36） 的五言并列，归入诗之
范畴，成为“诗 ”的一种。 二是别字。《后汉书 ·
刘苍传》列别字一体。 关于别字，《后汉书 · 五行
志》云： “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 ‘千里草，何
·10·

没有用后来更加成熟的文体命名与归类方式去称
呼和定义它们。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范晔对
作品的著录是有东汉史料作为依凭的，他所完成
的更多的是对这些史料的转录，而非亲力亲为去
做统计和归类的工作，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
再次是，从著录方式来讲，以文体分类意识著
录文人作品的方式并非《后汉书 》独创，更不是在
两晋南北朝时才出现的，实际上，这一体例至东汉
已经形成。详考范晔所录文人撰作，有一条材料
可谓以汉代史料说汉事者，因此条史料与事实之
间并不存在时间跨度，可视为东汉已采用分体编
目最为直接、可靠的证据，这就是《后汉书 》载录
的章帝诏东平王傅录东平王刘苍文章之事 ：
明年正月薨，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
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
别字、歌诗，并集览焉。（ 范晔 1441）
此事也见载于袁宏的《后汉纪·孝章皇帝纪》：
薨问至，上悲不自胜，诏东平傅录王
建武以来所上章奏及作词赋，悉封上，不
得妄有阙。（ 袁宏 333）
可以看到，袁宏和范晔对同一史实的表述详略不
一，但大体情形不异。总体而言，范书因其纪传体
例详述诏书内容，而袁书则加以归纳简而言之。
然二人在撰录刘苍文章时都按文体分类，都提到

《后汉书》文章著录方式与东汉别集编纂理念

将刘苍各类作品汇次缄封是汉章帝以诏书的形式
下达，故二人所载录和反映的也都是诏书的内容

识著录作家作品的做法看成是范晔在南朝文体观
念影响下的产物，显然，这种书写与记录的方式承

无疑。而诏书既源自章帝，其内容反映章帝意志，
代表章帝时代的观念当属不争事实。 换言之，至

袭后汉史文材料，有着鲜明的前代印痕。
而且，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此种逐类列举

少在汉章帝时代（ 即东汉前期 ） ，按文体分类记录
文学作品的方式已然存在，且章、奏、书、记、赋、

之法不仅是汉代普遍存在的一种著录惯式，实际
上承其惯性至魏晋依然沿用不改 。如：

颂、七言、别字、歌诗等文体在当时已经成熟并构
成了文类。而这种著录方式既然被写进了诏书，
就说明它早已为天下人所熟悉和认可，或者在当
时已然成为著录文章的一种通例与常式 。
不仅如此，同样是记录东汉一代历史的《后
汉纪》，除著录刘苍各类作品外，其中亦不乏对其
他作家作品类列式的著录。 如《孝明皇帝纪 》云：
“（ 刘睦） 能属文，善史书，作《春秋指意终始论 》及
赋、颂数十篇。”（ 袁宏 290） 很显然，这也是东汉
文章分体记篇并进行数量统计的一个显例，说明

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
凡百余篇，副藏内外。（ 陈寿 576）
（ 虞预 ） 所著 诗、赋、碑、诔、论 难 数
十篇。（ 房玄龄 2147）
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东安太
守。著诗、赋、颂六篇。（ 陈寿 559）
（ 李） 胜为东观郎，著赋、谏、论颂数
十篇。（ 常璩 142）

这一著录模式在范晔之前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对
作家作品的著录之中。

以上几条著录文人作品的记载，其实都是魏晋时
人对东汉分体类列著录方式的沿袭和应用，这表

除此之外，挚虞《文章志 》虽成书于西晋，但
因与《后汉书》著录的人物存在着重合之处，更能

明此种方法在一定时期内通用与流行程度之高，
已成为人们记录作品的惯用方式。 与此同时，由

于比较之中见其真章，兹以桓麟的文章著录为例。
《后汉书·桓彬传》载：

于文集的大量编纂与书写方式的改变，新的著录
方式也在酝酿产生。最能反映这种新旧交替的当

（ 桓麟 ） 所著 碑、诔、赞、说、书 凡 二
十一篇。（ 范晔 1260）
又李贤注云：

属《晋书》，它对文人撰作的著录呈现出了多种体
例，如有称所著文章若干篇者，有称所著文章若干
卷者，有称所著文章若干首者，有称所著文章若干
万言者，有称所著文笔若干卷者，有称所著文集行
于世者等等。当然，《晋书》著录篇籍之所以会呈
现出这样的面貌，虽与其成于众手有一定关系，但

案挚虞《文章志 》，麟文见在者十八
篇，有碑九首，诔七首，《七说 》一首，《沛

不可忽略的是，《晋书 》亦是剪裁旧籍而成，旧的
史料中必然已经存在著录体例驳杂不一的情况。

相郭府君书》一首。（ 1260）

所以旧的记录方式的烦琐难遵，时代发展所带来
的文学观念的激烈变化，新旧思想的交互与碰撞

对比可以看到，《后汉书》与《文章志 》对桓麟文篇
数的记载不同，一为二十一篇，一为十八篇。 究其

才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 关于这一点，我
们将沈约《宋书》与《晋书》的著录相比较，就可以

原因，主要是《文章志 》是按挚虞所在的西晋时代
而非桓麟所在的东汉时代的篇目著录，“见在者 ”

看得更 清 楚。 在《宋 书 》中，除 了 依 然 杂 有 诸 如
“所著 赋、颂、赞、祭 文、诔、七 吊、四 五 言 诗、笺、

三字即清楚地透露出桓麟文章经时代更迭至西晋
时已非全帙。这就有力地说明，《后汉书 》对桓麟

表，皆遇乱零失，今所余诗笔杂文凡二十首 ”（ 沈
约 2465） 这样的著录方式外，更多地是将各体文

文章的著录当是承袭汉代史料而非西晋及西晋以
后的史料。那些认为《后汉书 》传记中类列文章

章纳入文集之中，直称“所著文集传于世 ”，与《晋
书》相比，堪称是一个新的极大的变化，这说明新

各体的记载大多依傍挚虞《文章志》与荀勖《文章
叙录》的说法 ⑥ 至此也就可以不攻自破矣。 如此

的著录方式在经历了有晋一代的阵痛之后在刘宋
已经孕育而出，这是文章编纂方式的改变在史书

一来，恐怕我们就不能把《后汉书 》以文体分类意

中的深刻反映。而处于这一变革浪潮中的范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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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文章时仍然沿袭西汉以来文学作品以篇计的
传统，遵循按文体对文章进行类分并一一列名的

《后汉书》所著录的文学作品与经、
仅如此，
史、
子书
总是会用一些特别的字眼分而别之，呈现出
之间，

体例，表明作为史家的他此时并没有迷失自己 ，在
历史事实的记述上依旧坚守着实录直书的原则 。

判然分明的面貌。如贾逵条与卫宏条以“又”字为
界，
将其文学作品与经传子史区分。而桓谭条与马

二、《后汉书》分体著录方式与东汉别集编纂

以示与经、史、
融条则以“所著”二字统领文学著述，
子书的区别。这一情形不禁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追

按《隋书 · 经籍志 》的说法，别集编纂形成于
东汉，且将作家作品汇编为集已是当时较为普遍

问： 既然所有作品都是同一作者的制作，为什么范
晔还要不厌烦琐地以“又作”“所著”这样的词汇来

的现象。但总的来看，限于这一时期文献大量的

突出这些作品与前者的不同呢？
我们知道，《汉书 · 艺文志 》立“诗赋略 ”，与

湮亡散佚，我们对于东汉别集的编纂情况所知并
不太多。而在明确了《后汉书 》的文体著录反映

六艺、诸子分列。 但依《七录序 》，诗赋之所以不
从六艺诗部而单独立类，实由“其书既多 ”（ 严可

的是东汉时代的文体观念这一基本事实后，通过
考察《文苑传》及其他传记对作家作品的著录，我

均 6691） ，而非考虑到它们之间性质的差别。 又
观《艺文志 》中《东方朔 》一书收录《答客难》《非

们或许能够从这一类列式的统计背后探究出关于
东汉别集编纂更多的历史信息。

有先生论》等入杂家，⑧ 贾谊《过秦论》《吊湘赋 》
列于《新书 》而入儒家，⑨ 章、表、奏、议入尚书类、

一是《后汉书》采用的分体记篇的著录方式，
实际上与东汉的编集实践密不可分，充分显现了

礼类、春秋类、论语类，可知西汉之时，文学与学术
的观念还不甚清晰，后世之所谓文学大多还统摄

这些作品的结集形态。
首先，详考范晔对文人撰作的著录次序 ，可发

于六经 与 诸 子 之 中。 而 表 现 在 文 本 形 式 上，除
“诗赋略”所载相关诗赋外，《艺文志 》中很多文学

现一个重要情况，即文学作品总是与经、史、子分
列，⑦ 表现出强烈的区别意识。兹略举几例如下：

作品尚未独立成帙，而是与六经、诸子抄录在一
起，隶属于同一书部。 而在《后汉书 》中，这一情

（ 桓） 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
初，
，
《
篇 号 曰 新 论 》，上 书 献 之，世 祖 善 焉。
《琴道》一篇未成，
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

况显然已发生了极 大 的 变 化，范 晔 既 以“又 著 ”
“又作”“所著 ”等具有很强分别意识的词汇将作
者的文辞著述与非文辞著述区别开来，二者此时
隶属于不同的书部则是可想而知的。 也就是说，

著赋、
诔、
书、
奏，
凡二十六篇。（ 范晔 961）
（ 贾） 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

只有到了东汉这个时代，文学作品才单独成书，不
再与经史诸子抄录在一起。 具体说来，桓谭《新

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
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 1240）

论》虽标论名，但因其“博明万事”、“蔓延杂说 ”
（ 刘勰 310） ，故入诸子之流而单独成书行世，其

（ 卫） 宏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
杂事； 又 著 赋、颂、诔 七 首，皆 传 于 世。
（ 2576）
（ 马融） 但著《三传异同说》。注《孝
《论 语》、《诗》、《易》、《三 礼》、《尚
经》、
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
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
言、
琴歌、
对策、
遗令，
凡二十一篇。（ 1972）

余赋、诔、书、奏二十六篇亦独立于《新论 》结成卷
帙。贾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作为经学著作奠
定了其古今通儒的地位，而诗、颂、诔、书、连珠、酒
令九篇作为其文学著作也另外被编修成集 。 同
样，卫宏、马融及其他兼有经、史、子著作和文学作
品的作者亦莫不如此。文学作品从经、史、子著作
中独立出来，被裒集汇聚而单独成书，在文本形式
上获得了不再附属于经史诸子的相对独立的地
位，这显然是文章已经结集的确切体现。 从这方

从中不难看出，
范晔在对传主的各类作品进行著录
，
、
时 往往将经 史、子书居于前，文学作品居于后。

面来讲，《后汉书》采取的经、史、子与文学作品分
列，文学作品又以文体类分这样的著录方式 ，实际

如桓谭《新论》在其所著赋、诔、书、奏前，贾逵经传
义诂及论难也在其诗、颂、诔、
书、连珠、酒令前。不

上已透露出了东汉文集编纂这一重要信息 。 因范
晔十志未成，袁山松《艺文志 》不存，⑩ 并入《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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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司马彪志无艺文一类，我们已无法获知这
些文集更为具体的信息。但范晔的著录则有补于

因此了解东汉别集的编纂原则与体例在今天是极
为困难的事。 但《后汉书 》的著录却为我们管窥

《后汉书》无《艺文志》之憾，我们借此可以管窥东
汉一代的篇籍概貌。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范晔

东汉别集的一些编纂原则与体例提供了重要的信
息，透过这一类列式的著录方式，我们至少可以明

对文人经、史、子、文集等各类作品的著录，是以另
外一种形式存留了东汉的艺文或经籍之目 。

确以下两点：
首先，东汉别集是以体裁为统贯，按文体编排

其次，从《后汉书 》的著录中还可以看到，范

而成的，且这些文体除了包含《汉书 · 艺文志 》中
所分出的诗和赋外，又有铭、诔、碑、颂、赞、箴等南

晔在详列各种文体与篇目之后一般都会进行数量
统计，记录作品的总篇数。 如上引桓谭“所著赋、

朝人所谓的“有韵之文 ”以及表、奏、令、教、书、记
等“无韵之笔”。这一点，在刘苍集的编纂中即有

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之“二十六篇 ”，马融“所
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

鲜明的体现。

遗令，凡二十一篇”之“二十一篇 ”等等，书中其例
甚多，兹不详举。从史上来看，著录作品数量和字

前文说到，汉章帝曾诏命东平王傅撰录东平
王刘苍“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

数，往往意味着这些作品已经存在编辑的行为甚
至已经成书，与“随作数篇，即以行世 ”（ 余 嘉 锡

诗”等各类文章，“悉封上，不得妄有阙 ”。 既然汉
章帝诏书已按文体将刘苍作品进行类分，其文集

43） 的散篇单行的流传方式已经有了质的差别 。
《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 》云： “（ 孟子 ） 退而与万章

的编纂者东平王傅谨遵圣命，亦按章、奏、书、记、
赋、颂、七言、别字、歌诗的文体顺序来纂修文集应

之徒 序《诗》、《书 》，述 仲 尼 之 意，作《孟 子 》七
篇。”（ 司马迁 2343） 这里的“七篇 ”即是《孟子 》

该是情理中事。 也就是说，“章奏及所作书、记、
赋、颂、七言、别字、歌诗 ”既是文集的主要内容，

一书全部作品编定之后的篇数。 又《老子韩非列
传》云： “（ 韩非） 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 》、

又体现了文集以类相从的编排方法。 因此，刘苍
集虽至隋已不存，但章帝诏书内容实际上已经为

《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2147） 言其有“十余
万言”，非《孤愤》等作品编定之后不能明知。《汉

我们勾勒出了刘苍集的大体面貌 。
由于《后汉书》将作家作品“一一列名，编诸传

书· 艺文志 》之“贾谊五十八篇 ”（ 班固 1726 ） 、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1727） 、“屈原赋二十五篇 ”
（ 1747） 、“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 ”（ 1747） 等，无一

末”，
本来就是一个对作家存世文献的数据罗列，属
于一种客观材料的转抄，所以，范晔在《后汉书》中

不是向、
歆父子去复重、
条篇目，
整理编次后结成书
部的形态。因此，对于书籍的整理者与校订者来

量统计在一定程度上亦应是东汉编集实践的客观
体现出了文集以体裁为统贯的编排体例与编
反映，

讲，
统计作品数量即意味着对文章的搜集、
甄选、辨
别等工作已经完成，
并形成了一个经过删选后的实

纂原则。如《后汉书》言贾逵“又作诗、颂、诔、书、
连珠、
酒令凡九篇”，
说明贾逵集中的九篇作品很可

在范围。这个范围里的作品经过编纂者的整理和
选择，
符合一定的编纂思想，
具有一定的编纂体例，

能即是按诗、
颂、
诔、
书、
连珠、酒令这样的顺序进行
排列的。马融“所著赋、颂、碑、诔、
书、
记、表、奏、七

已经不再是全部作品无次序、无条理的随机排列。
“二十六篇”“二十一篇”等数字，
具体到《后汉书》，

言、
琴歌、
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说明马融集中
包含赋、颂、碑、诔等二十一篇作品。由此不难看

亦应是编集之人在全部作品编定之后统计数量所
得出的结论，
而非只存于观念上的数字的堆砌和罗

出，
东汉别集中的文学样式已经相当丰富，早已超
出了诗赋所能概括的范围。因此后来的目录书将

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范晔对作品篇数的著录，
本身即是各类作品已经结集的可靠证明。

“诗赋”改为“文翰”或变“翰”为“集”以兼赅众制，
实与东汉以来别集中各类文体的大备密切相关。

二是《后汉书》的这一著录方式，不仅显示了
各体文章的结集状态，还向我们透露出东汉别集

其次，东汉别集囊括诸文体，排列时虽看似杂
乱无章，但实际上却暗含统一的倾向，即诗赋铭诔

的一些编纂原则与编纂体例。
众所周知，就传世文献来看，东汉别集乃至唐

等有韵之作一般列于前，章表书记等无韵之作列
于后（ 具体论述详见于后 ） 。 不仅如此，进一步考

前别集几已荡然无遗，可资参考的材料甚是寥寥，

察还可发现，在有韵之文中，《后汉书 》一般首列

将其他文人作品像刘苍集那样进行文体分类和数

·13·

文艺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1 期

赋或诗这两类文体。如班彪作品按赋、论、书、记、
奏事排列（ 范晔 1329） ，王隆文章按诗、赋、铭、书

作品就已因其不同于其他书籍的特质而被时人划
定了范围，成为与其他学术著作划清界限的新门

排列 （ 2609 ） ，崔 骃 作 品 按 诗、赋、铭、颂、书、记、
表、《七 依》《婚 礼 结 言》《达 旨》《酒 警 》排 列

类。此后，在集部范畴内对个人作品进行编选和
裒聚就渐成别集编纂的定例。如任昉为王俭编纂

（ 1722） 等等，不遑枚举。 赋、诗居于文集之前，当

遗文并作序，其集序即强调： “所撰《古今集记 》、
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 ”（ 萧统 2084） 。
可见《王俭集》就是排除了经部、史部等成部著作

是反映了当时文体的尊卑地位以及东汉一代文学
发展的现实状况。 此后，在别集与总集编纂中以
诗或赋居首更是成为常例，至晚清民国而不改。

而单选王俭之文。 别集如此，总集亦是有意地排
除不以能文为本的经、史、子，“必文而后选 ”（ 阮

三、东汉别集编纂所体现的文学观念

元 608） 。挚虞《文章流别集 》采选众家之集，“自
诗赋下，各为条贯 ”（ 魏徵 1089） ，并不见取材于

通过以上的解读，我们对《后汉书 》文章著录
中所包含的东汉别集编纂的相关信息已有了一个
较为系统的认识，从中可以发现，别集在东汉的形

经、史、子书的记录。 至于《文选 》一书，萧统在序
中更是开明宗义地阐明其书的选录范围是“事出

成，其意义不只体现在文学文献的撰集整理上 ，更

于沉思，义归于翰藻 ”的篇翰，而非作为“孝敬之
准式，人伦之师友”的经书、“以立意为宗，不以能

重要的是别集在形成过程中已经体现出了比较明
显的文学独立意识与觉醒意识，表明这一时期人

文为本”的子书、“事美一时，语流千载 ”的口头言
论以及“褒贬是非，纪别异同 ”的史书 （ 萧统 2—

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
段。有鉴于此，对东汉文集编纂体现出的文学观

3） 。由此观之，选录专以能文为本、富有藻采的

念进行更为详细的审视与考察，就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由东汉别集的编纂可以看到，东汉时期

文学作品，排除经、史、子等不被人们从写作角度
加以研究和欣赏的学术著作，已经成为自东汉以

已经具备比较明显的四部分类意识，且人们对于

来人们编纂别集与总集的共识。 而这一切，无不
是东汉别集观念影响下的结果。

集部范畴内的各类文学作品的特征和属性也形成
了较为成熟的看法和认识。

更为重 要 的 是，《后 汉 书 》在 著 录 作 家 作 品
时，总是详列属于这个部类的各种文体 ，这就等于

众所周知，四部体制，一般认为发端于西晋荀
勖，成于东晋李充，至《隋书 · 经籍志 》将甲乙丙

把文学这个范畴更加充分地具体化和明确化了，
告诉我们哪些文类属于文学作品，哪些不是。 这

丁四部改为经、史、子、集而最终定型，自此递相祖
述，沿袭不改。然而通过考察《后汉书 》对传主各

一情况表明，东汉时代对各类文学作品的特征和
属性是有充分认识的，这方面，有汉一代虽然还没

类作品的著录，我们发现，这一分类思想其实由来
已远。早在东汉时代，人们就已经具有按照经、

出现专门系统的论著进行总结和论述，但在史书
中，却载有不少对单体文学的批评或评论。 以例

史、子、集的顺序对典籍进行分类的意识了 。 上文
所举桓谭、贾逵、卫宏、马融之例皆可说明这一问

言之，关于辞赋，扬雄说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
人之赋丽以淫”（ 扬雄 49） 。 关于诏令，陈忠说过

题。显然，将典籍按四部作这样严格的分类 ，并不
只是一种单纯基于图书目录分类的行为，而是人

“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弘雅，辞必温丽 ”（ 范晔
1537） 。关于书论，王充言其“贵是而不务华 ”（ 王

们的思想认识到达一定的程度后所促成的结果，
标志着东汉时代人们对四部典籍的性质、特征已

充 1197） ，徐干也说“君子之为论也，必原事类之
宜而循理”（ 徐干 271） 。 可见汉代人们已经在文

经有了较过去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 具体到集
部，如上所言，《后汉书 》在著录文人撰作时，总是

学的范畴内对各体文章的特点和写作要求进行了
自觉的探索，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才逐渐明确了

不厌其烦地以“又作”“又著”“所著 ”等词汇将文
学作品与经、史、子书分而别之，就是为了以此显

文学作品的特征和属性，产生了把它们和其他著
述区分开来的意识，《后汉书 》的这一著录模式就

示文学作品的独立性。 而范晔分立《儒林传 》与
《文苑传 》，亦是有着相同的目的。 这就说明，尽
管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但早在东汉时代，文学

是对这一情况的一个客观反映。 后来曹丕的《典
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宋文帝立四学，

·14·

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列，萧统在《文选序 》

《后汉书》文章著录方式与东汉别集编纂理念

中划定文学的范畴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 ”
的篇翰，与经、史、子书严格区别。这些论述，我们

《后汉书》和《文章志》对桓麟文章的著录来说明。
由前文可知，范晔和挚虞对桓麟文章数量的

总能在《后汉书》的这一著录模式中找到其依据，
说明它们都是东汉文学思想的一个祖述和生发，

记载不同，表明《后汉书 》的著录忠于东汉史实，
反映了东汉一代真实的著作情况。 除此之外，对

受到了东汉文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
其次，东汉时代虽然还没有为有韵与无韵这

比两书的著录，还可以看到，二者对桓麟文的文体
排列完全相合，《后汉书 》中的碑、诔、说、书四种

两类制作进行命名，但却已经有了以有韵与无韵
的观念来区分和排列文体的意识 。

文体分别对应《文章志 》中的“碑九首，诔 七 首，
《七说》一首，《沛相郭府君书》一首”，而桓麟文章

自刘宋以降，为了著录和称引方便，将种类繁
多的文体以文笔概之的现象甚为普遍。 文与笔，

至西晋有所亡佚，正解释了《文章志 》为何没有赞
这一文体。这种排列次序上的前后呼应恐怕绝非

也一直被研究者看作南朝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内容
以及“认识文学之独立性的必要条件 ”（ 郭绍虞

偶合，如果要解释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从汉魏到西
晋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对桓麟文章的著录遵循的

327） 。《文心雕龙》论述文笔云： “今之常言，有文
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 有韵者，文也。 夫文以

都是先有韵之作后无韵之作这样的顺序 。那么实
际情况是否如此？ 汉魏时代是否有同类的文献加

足言，理 兼 诗 书； 别 目 两 名，自 近 代 耳。”（ 刘 勰
655） 刘勰不仅为文笔下了定义，同时指明文笔别

以印证呢？ 先来看看王充的论述，《论衡·案书》
云： “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

目自“近代”方始。所谓“近代 ”，学术界也一般认
为是就刘宋而言。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将文

终、
傅毅之徒，
虽无篇章，
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
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
屈原、

笔二字作为两类制作的代称并进行内涵方面的探
讨在南朝方蔚然成风，但因文体辨析与分类的需

”（ 王充 1174） 其所言赋颂属于有韵之作，记奏
也。
则为无韵之作。赋颂记奏的排列次序，
正体现出了

要，以有韵与无韵的意识来区分、排列文体的观念
却起源颇早。曹丕《典论 · 论文 》之四科八体，陆

有韵无韵分而别之的观念。再如曹丕的《典论·论
文》，
实作于东汉之末，其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的

机《文赋》以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的
次序论说文体，已经隐含有韵与无韵这两类制作

著录顺序亦隐含了区别文体的意识。又《三国志》
裴注引鱼豢《魏略》云： “（ 繁） 钦既长于书记，又善

相互区别之意。 至东晋葛洪将碑、颂、诗、赋等有
韵之作与军书、檄移、章表、笺记等无韵之作别为

”（ 陈寿 603） “既 …… 又……”的句式，体
为诗赋。
现的正是书记与诗赋分而别之的观念。由此可见，

两集，这一风尚可谓发展到极致。 但如若追溯此
观念产生之起点，通过对东汉别集著录与编纂的

范晔对集部范畴内各类文章的著录，不管是文章名
目还是排列次序，都是忠实于东汉实际的，其所体

相关信息的考察，我们认为，至少在东汉时代以有
韵无韵的观念来排列与区别文体已是常态，并为

现出的有韵与无韵分而别之的倾向即是东汉以来
人们对各类文体的认识逐渐加深的反映。

史书著录与编纂文集所采用。
如上所言，《后汉书》在著录传主的文学作品

据此而言，虽然对文与笔内涵的探讨是刘宋
时代才兴起的，但以有韵与无韵来区分与排列文

时往往详列诸体，不加简省。但于诸体纷杂之中，
却暗含统一的倾向。即文章各体往往以有韵无韵

体的意识，在东汉时代已经有了相应的体现。 我
们在研究文笔问题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一情形，将

为次，诗、赋、铭、诔等有韵之作多列于前，书、奏、
表、记等无韵之作列之于后，二者分别，各相统属，

其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去考察 。

表现出了一种“两类式著录”（ 逯钦立 348） 的倾向
和趋势。关于这一点，
目前学界历来并无异议且多

结

语

有阐发。但对于这种隐含文体分类意识的著录方
式的定位问题，
却尚未达成共识，
或因《后汉书》依傍

通过对《后汉书 》文章著录方式的考察，我们
已经知道了它背后所蕴含的内容和意义 ： 一是这

两晋人的著述成书而将其看成是魏晋观念的
三国、
瑡
瑏
，
渗透 
或认为是范晔按照文笔二体对文体的顺序进

一著录方式与东汉别集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关涉，

瑢
瑏

行了调整。
这些看法其实皆有一定问题，此处再以

且别集的编纂体例与原则等信息也已包含在这一
著录方式之中。二是东汉时代已经具备比较明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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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独立的思想和意识，文学的概念和范畴极
为明确，为后世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奠定了重要的

二章第一节“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第 25—32 页； 郭英

基础。由此我们就不能不想到《隋书 · 经籍志 》
对东汉别集编撰目的所作的一个精辟描述 ：

2005 年） 第 62—98 页。
稿》（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 自
属文之士众矣，
然其志尚不同，
灵均已降，
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
其心灵，
故别聚焉，
名之为集。辞人景慕，
并自记载，
以成书部（ 魏徵 1081） 。

德： “《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中国古代文体学论
③ 刘明在探讨别集的起源时，认为“《后汉书》文士传之
所以繁琐列举各体篇目，恰在于当时并不存在文人集”。
参见 刘 明： “别 集 起 源 琐 议”，《中 国 典 籍 与 文 化 》4
（ 2016） ： 10—19。
④ 苗壮： “《后 汉 书 · 文 苑 传》的 成 立”，《文 学 遗 产》2
（ 2018） ： 31—43。
⑤ 吴承学、何诗海： “简谈文学史史料的 发 掘 和 处 理”，
《北京大学学报》4（ 2005） ： 45—48。
⑥ 参见张政烺： “《王逸集》牙签考证”，《张政烺文史论

从《隋志》的这一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东汉时代
的人之所以要酝酿编辑别集，一个最重要的出发
点就是为后来的学习者提供学习的方便 。从屈原
以来中国已出现了很多杰出的文学家，他们“志
尚不同，风流殊别 ”，各自奉献了极具风格特色的
伟大作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

集》（ 北 京： 中 华 书 局，2004 年） 第 201—207 页； 刘 明：
“《后 汉 书 · 文 苑 传 》文 体 史 料 考 论”，《天 中 学 刊 》4
（ 2017） ： 88—94。此外，逯钦立《说文笔》云，“挚虞、荀勖
同为西晋人，则荀之《中经新簿》，如照现在篇目著录，自
与汉传亦异”，很好地反驳了这一观点（ 逯钦立 343） 。
⑦ 据郭英德统计，《后汉书》共著录了 48 位传主的著述情
况。在这 48 位传主中，兼著经、史、子和文辞的有 15 人，

为后世文学创作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此时一些有
识之士将作家个人的作品汇聚成集 ，目的很明确，

其中 13 人著述的著录次序，都是先经、史、子著述，后文辞

这就是有利于学习者“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 ”，
即学习前代作家创造的文学形式和体制、艺术技

经、史、子著述。但无论其著录次序如何，在《后汉书》列

巧、艺术手法，认识作家在作品中体现的思想、意
识和情感，从中汲取创作营养，总结创作经验，以

（ 郭英德 78） 。

著述； 仅有胡广、刘 珍 二 人 的 著 录 次 序，先 文 辞 著 述，后
传中，总是将传主的经、史、子著述与文辞著述分别著录
⑧《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 “朔之文辞，此二篇最
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

提高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由于东汉时代是出于
这样的目的来编撰别集的，这就更加证明《后汉

风》，《殿上柏柱》，《平乐观猎赋》，八言、七言上下，《从公

书》的文章著录方式反映的是东汉别集编撰的实
际。试想，如果当时的人不具备文学独立的思想

客难》《非有先生论》。

和意识，又怎么可能会怀着这样的文学教育目的
去编撰别集呢？ 至此我们就不能不形成这样的看
法，就是那个时代人们所具有的文学认识水平 ，并
不如我们后来所想象的那样低下，而是站在了一

孙弘借车》，凡向所录朔书具是矣。”按，“此二篇”指《答
⑨ 余嘉锡《古书通例》引《书录解题》云： “《贾子》十一卷，
首载《过秦论》，末为《吊湘赋》。”并加按语云： “即《史》、
《汉》本传内之《吊屈原赋》，《文选》之《吊屈原文》，今本
无此篇”（ 余嘉锡 53） 。
⑩ 阮孝绪《七录序》云： “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
”（ 严可均 6690）
文志》，
其后有著述者，
袁山松亦录在其书。

个很高的认识高度。别集的编撰意味着他们已具
有了完全独立的文学意识，知道文学作品有其独

瑡 见王运熙：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瑏


立的范畴，懂得如何利用别集去培养文学创作人
才，促进和发展文学创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要

瑢 见刘明： “《后汉书·文苑传》文体史料考论”，《天中学
瑏


谈中国文学的自觉意识，恐怕就不应该忽略东汉
别集编撰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重要现象 。
注释［Notes］
① 逯钦立将这种逐类列举的著录方式称为“类列式著录

2011 年） 第 189—90 页。
社，
刊》4（ 2017） ： 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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